
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年 8 月 199-214 頁 

石渠閣議之經學史上意義 

─樹立「稱制臨決」典型與經說分化的開始 

The Historical Meanning of Great Discussion  
on Confucian Theory at Shiqu-Hall  

in Western Han Dynasty. 

李康範 

韓國 中央大學中文系 

摘 要 

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始作稱制臨決，後如白虎議奏等競效之。此獨尊儒

術後之不朽之盛事也。召石渠閣議由於經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門戶繁

多，擧賢良文學與博士又增倍之，是以又需歸一統之故也。孝武卒用董生，

雖戾太子兼善穀梁，穀梁仍告衰。後其孫孝宣聞太子好穀梁，遂勵而興之。

如此績十餘歲，待皆明習，乃召諸儒平公•穀異同，終穀梁大盛。然則孝

宣為何如此酷好穀梁？盡孝戾太子亦可謂其因之一，但孝宣少時具知閭里

奸邪，吏治得失，又忌昌邑而懼之，是以遂選利於己之穀梁，悉用穀梁儒

生以解決繼承宗法之難題。此形勢之所然也。太子請用儒生，孝宣作色而

歎，孝宣實非儒家。稱制臨決已定，師法分為家法亦實由於石渠。石渠成

經傳之神聖，然或壞政統與道統之抗衡，此乃其弊也。 

關鍵詞： 石渠閣議、稱制臨決、宣帝、春秋穀梁傳、戾太子、博士、昌邑

王、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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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兩漢是展開經學大討論的時期。在筆者看來，西漢與東漢時期展開的

幾次今古文論爭，可以說是皇帝與大臣（或學者）在宮廷中可能施行的一

種最理想的統治行為。屬於同一學派的學者相聚一處，對自身的學說進行

補充和修正，為準備如何對應另一方對自身漏洞的攻擊─「問難」不斷

進行模擬討論，使自身的學說更加嚴謹。然後在宮中舉行的「正式競技」

中雙方各派出一名學者進行激烈的論戰。皇帝親臨現場，發表自己的觀點

或進行仲裁，最後導出一個個結論。旁邊則由當代最高的學者對此過程進

行詳細記錄。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樣的學術盛會可以說是筆者所心馳神往

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則為東漢章帝時期在白虎觀舉行的討論會，對此《後

漢書》記載道：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

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於是下

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

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

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1 

當然，如此熱烈的討論正如班固所指出的，不免學者們為「祿利之路然也」

的一面，即為了確保自身所屬利益集團已獲得的權力，進而奪取對方的文

化權力，分享其利益，互相為「飯碗」而進行的一種明爭暗鬥。但隨著經

書解釋的準確性和客觀性成為討論的主要標準，雖無法完全脫離某種政治

的考慮，至少在表面上，倫理與道德被視為首位，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其純

粹學術討論的性質。 

可無論皇帝如何英明，賦予其超越了政治的對學問的裁決權，這種做

法正確與否則有待商榷。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原本屬於士大夫，皇帝並

不具備獨佔的「超能力」。同時會帶來以高壓的政治框架來束縛學問及思想

的弊端。由此，由皇帝來參與的這樣一種討論會不免存在諸多的問題，未

必是完美的討論會。即使在將民主和輿論自由視為社會首要條件的今天，

也往往可以看到統治者的個人見解及簡單的一句話都可能成為決定一個政

策的不可動搖的「最終決定」。由此，我們可以充分想像出被「天子」莫大

的權威所壓抑的氛圍，學術由於自我監禁而無法得到自由的發展。 

                                                   
1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137-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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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的理解經過兩漢時期幾次的今古文論爭後典型化的中國初期

經學發展的全貌，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在石渠閣展開的討論，即「石渠閣

議」。在概況兩漢經學史時，石渠閣議不僅可稱為正式展開經學論爭的肇

始，同時在形式與過程上創立基本的框架，為後世打下了基礎，樹立了論

爭的典範。考慮到將文學掌故置於君側，如此重視前例的古代中國的慣例，

石渠閣議的意義則顯得更為重大。2同時，石渠閣議創下了一直延續至清代

的，皇帝獨佔經學解釋權的先例，這一點也非常值得重視。 

表面看來，石渠閣議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即在西漢的第 7 代皇帝，

孝宣皇帝劉詢時期，將諸儒聚集於類似於圖書館的石渠閣，討論五經的異

同。最後，將一些經傳補充設為學官。其中尤其是由專攻公羊學與穀梁學

的儒生對其長短展開了論爭，並且皇帝親自參與討論，最終設立了《穀梁

春秋》等博士。本稿將重點來考察後者。 

石渠閣議不僅為經學思想，同時也為統治理念的樹立打下了基礎。但

令人遺憾的是，在過去的經學史上卻未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拋開「門戶之

見」，始終堅持客觀性論點的馬宗霍在以《春秋公羊傳》及《春秋穀梁傳》

為例，談及漢代經學的齊學及魯學的區分時，只引用了宣帝時期學者們的

對話，而絲毫沒有言及石渠閣議。3皮錫瑞等所著述的其他重要經學史也完

全或幾乎沒有談到。考慮到「石渠閣議」對後世的影響，後人顯然沒有充

分認識到此次論爭的重要性并且過於忽視。4由此，本稿將考察石渠閣議的

發端經過及結果，以及對後世經學及學術思想的影響，以期對石渠閣議在

經學發展史上所佔的地位給予比較客觀的評價。 

                                                   
2 臺灣的歷史學者邢義田指出，律令•故事•經義為漢代行政的 3 大標準，尤其是故事為西

漢開國之後所發生一切事例的集大成而受到重視。詳細內容參考〈從「如故事」和「便宜

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年），

334-336 頁。 
3 馬宗霍在《中國經學史•第六篇兩漢之經學》（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中兩次談及

宣帝的公羊與穀梁的討論，卻沒有言及或評價石渠閣議。參考 38、46 頁。 
4 參見 40 年代的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上）（臺北：中文出版社，1979 年）、夏長樸：

《兩漢儒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8 年）、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臺

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年）、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之〈石渠閣會議與穀梁春秋的興起〉。韓國的研究成果乃是李世東為代表，〈石渠閣

에經學會議  대 한一考察〉《中國語文學》（Seou：第 43 輯，2004 年 6 月）等有不少成果，

其中金容天的研究較多，主要集中於禮學爭論。〈 의前漢宣帝時代  과禮論論爭  의後代  禮
평 가學的 〉《新羅文化》（Seou：第 28 輯）、〈漢宣帝期禮制論議〉《東國史學》（Seoul：

第 33 輯）、〈 의石渠禮論  과分析  시 대前漢  禮治理念〉（《東方學志》）等，還有金東民：

〈 과公羊學  의穀梁學  대 립 을  통 해  본  의漢代春秋學  성 격 〉《韓國哲學論集》18 輯

（Seoul：2006）分析說明經過石渠閣會議，穀梁學如何成為顯學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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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渠閣議的背景及過程 

（一）石渠閣議的背景 

漢武帝將儒學確立為統治理念之後，儒學逐漸成為思想與學術的中

心，同時開始影響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陰陽與性情相並列，五行與五常相

並列，以天人相應為理論基礎，顯示了君主的權威，樹立了與制度法律相

應的儒家思想體系。儒家上升為漢代國家統治理念的過程中非常鮮明的特

色之一即為有關國家施策的大型討論會的舉行。經濟方面以統治形態與意

識形態為主題的討論為其中之一，另一個即為有關學問政策方針的討論

會。前者為西漢昭帝始元 6 年召開的（B.C.81）所謂「詔有司問群國所擧賢

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5的「鹽鐵會議」。宣帝甘露 3 年（B.C.51）

的「詔諸儒講五經同異」6即「石渠閣議」則為後者。旨在調整經濟政策與

學問路線的兩次討論，體現了西漢時期社會的活力，成為典型的「前代之

故事」，對後世起到了很大的影響。「鹽鐵會議」與「石渠閣議」兩次討論

都得力於漢武帝在元朔 5 年「百家罷黜，獨尊儒術」7政策的實施才得以舉

行。即漢武帝「百家罷黜，獨尊儒術」國策的實施，一掃了先代文帝、景

帝以後直至武帝青年時期在長安佔主導地位的道家思想，顯示了儒家的勝

利，同時為學術帶來了新的轉機。當然，漢武帝以前也曾有過論爭。可當

時的論爭並不代表哪一個學派，而是針對所發生問題的一種個人色彩較濃

的論戰。但其中蘊含著重要的啟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為武帝的父親景帝

時期，代表儒家的轅固生與代表道家的黃生之間展開的有關「湯武受命」

到底是叛亂還是接受天命的易姓革命的論爭。8 

                                                   
5 《漢書•昭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223 頁。鹽鐵會議的中心可以總結為，要

強化中央集權之官僚與強調民權之在儒生之間的爭論，主要議題為教化與法制、重農與重

商，尚德與尚力等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間一些問題的爭論。最後依賢良與方正的主張，廢

除了郡國的專賣以及關內的鐵官，又終止了與匈奴的戰爭。可以解釋為一種儒家思想對君

主專制制度的制約。由此，道德與倫理成為了制定法律與國策的前提，儒家成功地將自身

的價值觀念與義的準則提升到了一個絕對的高度。以倫常為核心的思想具有了調節與統合

法律政策的張力，矯正了秦漢時代吏治與法制過度苛刻而造成的社會緊張局面。 
6 同上註，272 頁。 
7 關於為「百家罷黜，獨尊儒術」公孫弘的奏請詳見《漢書•儒林傳》，3593-3596 頁。 
8 隨著論爭逐漸擴大，甚至涉及到漢建國的正統性如此敏感的問題。立場極為尷尬的景帝言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將事態遮掩了過去。由此迴避如此一類敏感問題成為一

種不成文的規則。這一有名的插曲因個人論爭的色彩較濃，本稿主要是考察儒家各學派間

的論爭，因而沒有論及。但章權才認為此次論爭在學術思想史上意義重大，附記於此.詳
細內容參見《史記•儒林傳》，3123 頁及《漢書•儒林傳》，3612 頁，其內容基本一致。

章權才對此的觀點詳見《兩漢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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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以後，儒家內部各學派間的論爭不斷。為了理解石渠閣議的背

景，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漢武帝將五經博士正式設立為學官這一時期的明

顯變化。一種思想與統治理念剛剛出現時，其結構往往較為簡單，但隨著

對被奉為經典的經書解釋的多元化而逐漸變得複雜，這可以說是一種必然

出現的現象。 

武帝以後，博士與博士弟子員的規模出現了明顯變化，短時間內其數

字迅猛增長。博士弟子員在武帝時為 50 名，昭帝時增加到 100 名，宣帝時

則又增加了兩倍。9這種變化不僅表明人員的增加，同時意味著經說的豐富

與多元化。即各種經說由「多樣」發展到「雜駁」氾濫的狀況。雖為實現

思想的統一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開始實行在博士弟子員中選拔任用郎官的

政策後，現實的「祿利之路」的影響明顯起到了更大的影響。這些位於學

問頂峰的博士們為了擴大自身學問與政治方面的影響力，盡力去爭取一個

「大師」的名銜。隨之，講義的內容也變得越來越複雜，教材也逐漸有別

於其他學派。這一點正如班固所指出的「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10 

由此，不管是朝廷或官吏機構都感到有必要對如此複雜的經說進行一

下綜合與整理。隨之博士官內部的變化，社會也需要思想方面的重新調整。

對這一變化章權才認為，武帝與宣帝時期，豪族的勢力逐漸加強，同時官

僚集團與以竇氏為首的外戚也不斷擴張其權力範圍。此時，研究經學的儒

生們隨著朝廷獎勵政策的實施，其影響力也日益提升。同一導師指導的同

門，或研究同一問題的經學者們由於其利益是一致的，很容易相互團結利

用甚至壟斷仕途。其間經常會出現與既得利益集團官僚相勾結的情況，逐

漸為了自身的利益，打著豐富經說的旗號，創立「雜駁」的各種分枝。即

經過「枝葉蕃滋」的過程後，自然地形成了許多集團化的門戶。其結果，

與朝廷所期待的正相反，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分裂，促成了對思想再次進行

調整的必要。11如此，經學日益昌盛，儒家對經義的解釋逐漸趨於複雜。同

時士族與豪族的勢力不斷增強，造成經學解釋不斷分化。以上兩點可以說

是石渠閣議成立的政治社會背景。下面我們來具體考察一下石渠閣議成立

的過程。 

                                                   
9 此外昭帝時 100 名的博士弟子員到了成帝末增加至 3000 名。不過 4 代皇帝之間數字變化

極大。「昭帝時擧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

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

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漢書•儒林傳》，3596 頁。 
10 《漢書•儒林傳》，3620 頁。 
11 章權才，《兩漢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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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渠閣議成立的過程 

當時，距離今古文成為論爭焦點的西漢末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這一

時期爭論的中心集中於今文經學內的《春秋》學。漢武帝時期，關於《公

羊春秋》與《穀梁春秋》優劣的討論具有代表性。對今文《春秋》傳的論

爭在《漢書•儒林傳》中如此記載道：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

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

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12 

以上是在講，論爭中由於江公不及董仲舒，因此董仲舒所專攻的《公羊春

秋》被確立為學官，這完全是通過論爭判別出學問的優劣後所得出的結論。

江公的辯論不如董仲舒雖為事實，將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設為學官的原

因並不完全在於此，對《春秋》的解釋，即綜合經義優劣的結果是《公羊

春秋》占優勢的更根本的原因。此外，以公羊學為本的丞相公孫弘的支持，

與皇帝的尊重等政治的考慮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中仍然不免學術機制

參與其中。後來，太子重新又把目光轉向了《穀梁》。 

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13 

有必要對這裡所提及的太子進行補充的說明，這個問題將在後面具體

介紹。雖然太子私學了《穀梁春秋》，但隨著時間流逝，穀梁學逐漸開始衰

退。武帝之子昭帝後，穀梁學漸漸脫離萎靡狀態，隨著魯出身的榮廣的登

場而出現了轉機。與皓星公一同傳授《穀梁春秋》的榮廣在與當時最高的

公羊學大家眭孟的論爭中取得了勝利，學習穀梁學的學者逐漸增多，顯出

了活力。榮廣與皓星公最優秀的弟子為沛出身的蔡千秋，他作為一名卓越

的學者在《穀梁春秋》傳授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 

以上為宣帝繼位前的情況，學問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大致可以視為純

粹學問發展的過程。但宣帝繼位後情況有了極大的轉變。 

                                                   
12 參考《漢書•儒林傳》，3617 頁。 
13 同上註。 
14 對此過程《漢書•儒林傳》說明道：「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

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

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

（《漢書•儒林傳》，3617-36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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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

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

乃齊學也，宜興《穀梁》。15 

宣帝繼位後，今文春秋學內部發生了巨大的變動，明顯呈現出了經學

的區域性構圖。以振興自身出身地域為目的的魯國官僚的進言，暴露出了

極強的受害意識，即武帝以後政治與學問方面一直被公羊學所代表的齊學

派所壓抑，處於弱勢地位。魯學與齊學的差異戰國末期已逐漸鮮明化，並

未呈現出對立的局面。而從這一時期開始則表現出一種帶有感情色彩的對

立傾向。從另一個側面可以說，這是以地域為核心的學術主導權與政治利

益相連接，打著學問的旗號進行的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從以上宣帝只向

魯國出身的官僚提問也可以看出宣帝的意圖何在。此後，宣帝按其所言，

開始採取一系列大力獎勵《穀梁》學的措施，引文中出現的蔡千秋成了中

心人物。其獎勵措施如下： 

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

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

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

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

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

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16 

班固沒有指明與蔡千秋展開論爭的《公羊》學家。這大概是由於皇帝的傾

向十分明顯，因而沒有指出到底是誰。皇帝不僅獎勵穀梁學，還憂慮該如

何對其進行傳授。皇帝如此作為的原因，表面上是因為聽說衛太子喜愛《穀

梁春秋》，自己也開始喜愛《穀梁春秋》，而對穀梁學進行了獎勵。但皇帝

的一切決定甚至是個人喜好離不開政治意圖，將哪一經設為博士官並不是

簡單的問題。〈儒林傳〉的記載明顯表明皇帝此舉並非出自於毫無政治意圖

的感性判斷。如此的傳授過程繼續了十幾年之後，終於石渠閣議大討論會

得以舉行。這出於宣帝個人的意圖（雖畢竟是政治性的）與公的意圖。下

面具體考察一下石渠閣議的詳細內容。 

                                                   
15 《漢書•儒林傳》，3618 頁。 
1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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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行石渠閣議的目的、動機及影響 

（一）舉行石渠閣議的目的 

如上所述，經過十幾年後皇帝判斷《穀梁》學已經廣為人知，於是終

於在宣帝甘露 3 年（B.C.51）決定舉行大討論會，即石渠閣議。其經過〈儒

林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

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

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

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

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

是《穀梁》之學大盛。17  

此外，關於石渠閣議的記載出現在《漢書•宣帝紀》的甘露三年條，但與

「儒林傳」比較起來內容不夠詳實也有出入。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

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18 

〈儒林傳〉記述的重點為《公羊》與《穀梁》論爭的焦點問題，〈宣帝

紀〉記述的中心為石渠閣議最終的結果。但兩段文章均未使用石渠或石渠

閣議的字眼，不禁令人疑惑。專攻其他經的 12 名學者的傳記後面附有「以

博士論石渠」，「論於石渠」，「論石渠」等，這表明這些學者均參與了石渠

閣議。因為在《公羊》與《穀梁》學者間的論爭中找不到石渠的字樣，容

易讓人產生這裡記述的是與石渠閣議無關的其他論爭的錯覺。同時通過記

錄我們無法知道包括蕭望之的參與《公羊》與《穀梁》討論的 11 位學者是

否參與了其他經說的論爭，也無法判斷針對各經是否進行了個別的討論

會，這方面的資料也無從獲得。 

                                                   
17 《漢書•儒林傳》，3618 頁。參加石渠閣議的儒生的名單，《公羊》與《穀梁》如所引用

的內容各列出 5 名，其他經書如《漢書•儒林傳》則散落於各論之中。人物介紹之後附有

「論石渠」，或「論同異於石渠閣」等文章，參與的學者共 22 名。參與各經的學者如下：

《易》：施讎、梁丘臨，《書》：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詩》：韋玄成、

張生、薛廣德，《禮》：戴聖、通漢等。章權才：《兩漢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0 年），96 頁。劉宗賢、謝祥皓：《中國儒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174-175
頁也載有名單，可經對照確認極不準確。 

18 《漢書•宣帝紀》，2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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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兩段文字的內容，我們可以把石渠閣議的目的進行以下整

理：第一，「講五經同異」。但這裡明顯更傾向於求「同」。可以判斷其目的

在於從經書中尋求思想與學問共同的原則，並試圖讓所有人接受。這對於

統治是極為重要的預期目標。第二，「各以經處是非」經學的實際效用集中

於如何適用於現實政治，想要得到「是」的判斷一定要得到為政者的同意

與崇尚。如此，上述的「議 30 餘事」的標準乃為獲得了皇帝認可的《穀梁》

的經義。其結果，《穀梁春秋》也作為春秋學的一派，其地位得到了鞏固。

可宣帝為什麼會如此欣然同意並大力支持不禁令人感到疑惑。 

（二）、舉行石渠閣議的動機 

1.個人動機 

宣帝長期獎勵《穀梁春秋》，最終舉行石渠閣議，這一系列的過程均始

於「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同時我們有必要注意一下大討論會舉行的動

機。宣帝為這次討論會的舉行可以說是進行了極為充分的準備。在這裡我

們有必要首先說明有關衛太子此人的身分。衛太子為何許人也？只讀文章

我們很容易誤認為是宣帝的太子，可其實是指自己的爺爺戾太子。19即曾祖

父漢武帝的初戀衛子夫所生的大皇子劉據。劉據很早被冊封為太子，但被

冤枉參與江充的巫蠱之變，後來遭到父親武帝的軍隊追擊後自殺而亡。這

一事件還導致了其妻子史良娣與兒子史皇孫，媳婦王夫人被處死，唯獨史

皇孫的兒子戾太子即孫子劉詢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他一直隱姓埋名生活在

民間，後來長成後登基繼承了皇位。20與其他皇家所不同，曾遭受滅門之禍

的宣帝做了皇帝后自然會懷念起含怨而死的祖父戾（衛）太子。如此聽說

爺爺喜好《穀梁春秋》，為了化解心中的抑鬱之情表達孝心而大力獎勵《穀

梁春秋》，長期籌劃舉行石渠閣議，這種解釋是行得通的。漢代皇帝諡號的

前邊均加有一個「孝」字，如「孝武皇帝」，「孝宣帝」等。這表明孝為當

時最高道德標準之一。在權謀的使用上並不亞於其他人的宣帝，是想通過

顯示自己的孝心而試圖獲得政治上的利益。 

                                                   
19 衛太子是隨其母衛子夫即衛皇后的姓稱呼的，諡號戾太子為其正式的名字。《宣帝紀》注

中，將韋昭的「戾」貶低為「以違戾擅發兵，故諡曰戾」，臣瓚則認為宣帝不可能使用帶

有貶義意味的諡號，由此接受董仲舒做出的「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

的解釋。參見 235 頁。 
20 太子不得已參與叛亂的經過及結果，其家族的悲劇以及作為武帝的曾孫登基的宣帝所採取

的措施等詳細記載於《漢書•武五子傳》，2741-2749 頁。詳見《漢書•宣帝紀》，235-236
頁及〈外戚傳〉，3949-3950 頁。 



208 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以上內容正史均有所記載，後代的史家及注釋家對此也未提出過任何

異議，可見其客觀性。但即使皇帝盡其孝心，討論會亦「圓滿」結束，我

們只根據這些來推測皇帝的實際意圖及石渠閣議學術方面的意義則顯得不

足。因為這些均屬於政治行為，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分析。 

2.政治動機 

古往今來，皇帝作為國家元首，他的每一個舉動都含有政治的意味。

正如周公曾教導過「天子不可戲」。21傳統社會裡的皇帝習慣性地對自己的

一言一行進行政治利益上的衡量。宣帝為學者皆熟於《穀梁春秋》，苦心等

待十幾年，顯示出他非常老練的政客的一面。他曾隱姓埋名生活於民間，

與其他皇子比較起來更能看到生活的陰暗面，加上他天生的品性，在政治

方面則更加敏感。關於宣帝的青年時期，《漢書•宣帝紀》記載道： 

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

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鬭雞走馬，

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22 

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坎坷均成為了他後來統治國家的基礎，這對他本人是

一種幸運。宣帝為表達對冤屈死去的祖父戾太子的孝心而獎勵《穀梁春

秋》，但這只能看做是其中比較小的一部分，而不能排除他這種做法是出於

政治目的考慮的可能性。 

宣帝深謀遠慮，最終決定舉行石渠閣議，他的政治目的究竟何在呢？

至今我們無法獲得最直接的資料，想了解其全貌有很多困難。但綜合宣帝

成長與登基的過程及在宮中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歸

結於皇位正統性的問題。現代學者金春峰對石渠閣議中《穀梁春秋》被設

立為學官這一結果的政治意義分析道： 

公羊學雖也強調宗法等級制度的建設，但公羊春秋突出宣傳的思

想是撥亂世，反諸正，大義滅親，要求對亂臣賊子毫不留地進行

鎮壓。其矛頭是針對諸侯王的叛亂活動的，目的是強化中央集權

                                                   
21 對此我們最熟悉的文章大概是柳宗元「桐葉封弟辨」開頭部分描述的成王與叔父周公間的

對話：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

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古文觀止》（臺北：三民書局，1971
年），494 頁。 

22 《漢書•宣帝紀》，237-237 頁。應劭在注中將暴室解釋為宮人的監獄，顏師古則認為是給

布匹染色的部門，因要將布匹在日光下晾曬，所以用了「暴」字，後者顯得更具有說服力。

兩者都認為是地位低下的下屬部門。嗇夫為暴室的屬官，也是一個極其低微的小官，這體

現了宣帝青年時期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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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級制度的權威。這種法治精神盛行的結果，一方面加強了中

央的專制集權和大一統，但同時也使宗法倫常，溫情脈脈的一面

大為削弱，以致不僅淮南獄廣事株連，空前殘酷，最後連武帝父

子之間也以兵戎相見，骨肉情恩掃地以盡。宣帝精於政治，看出

了一味強調法治的弊端，所以雖然強調法治，但儒家思想的另一

面：重禮義教化，重宗法情誼，他也是十分重視的。這是緩和統

治集團內部矛盾的需要，也是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的需要。

而和董仲舒的公羊學相比較，穀梁春秋正是強調後一方面的。所

以穀梁春秋受到重視，是形勢的變化造成的。23 

金春峰認為宣帝深思熟慮，召開石渠閣議的目的在於「撥亂世，反諸正」。

換而言之，就是緩和各方面的矛盾，強化自身的皇權。這種宏觀上的分析

顯得非常具有說服力。但仍感覺並不十分透徹。每個皇帝都渴望實現自身

的統治長治久安，如果這樣的目的只想通過經學大討論會來實現的話，皇

帝則未免顯得過於「善良而純真」了。可宣帝並不是一個如此「善良而純

真」的皇帝。上面我們已經談到，青年時期所經歷的種種坎坷使他擁有了

非凡的政治頭腦，讀一下《漢書•紀》下面的內容，更能夠對宣帝有一個

深刻的了解。下面引用的是宣帝與後日成為元帝的太子之間的對話，〈元帝

紀〉開始的部分記載道： 

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

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雜之，

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

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24 

因為這段不算很長的對話，宣帝原本有心立下淮陽王為太子，可與太子的

生母是在宣帝地位卑賤時結下的夫婦，如今已成為一國之君，所以無法實

行。25太子的話是父子之間對話常見的內容，而且合情合理，但卻因此使皇

                                                   
23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324-325 頁。 
24 《漢書•元帝紀》，277 頁。 
25 這種情況可以根據與「七去之惡」相對應的「三不去」來考察。「七去之惡」與「三不去」

在漢代已經成為必須遵守的婚姻規則，內容出自於《公羊傳》莊公 27 年何休的注。「嘗更

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而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許

氏的遭遇符合第二種情況。參見韓養民、張來斌：《秦漢風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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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產生了廢太子的想法，可見宣帝反儒家思想傾向是根深蒂固的。從《漢

書•蕭望之傳》下面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些宣帝的政治傾向。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

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

故事，不從望之等。26 

以上兩段內容，充分顯示宣帝並非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我們有必要再

仔細了解一下宣帝內心真實的情況。雖未直接表明，但他的內心似乎有需

要解開的心結，對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考察一下宣帝登基前後的情況，

大致可以推測出昌邑王被廢事件大概是造成他內心關於自身皇位正統性這

一心結的原因。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距離宣帝繼位很近，《漢書》對這一事

件的記載較為簡單。昭帝死後，大將軍霍光等擁戴昌邑王繼位，但登基不

過 27 天，就因為其淫亂行為被廢除。這一事件與宣帝並沒有直接的關係。27

宣帝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人生的軌道最終得到逆轉，在其他人的扶持

下替代他人登上皇位，心中必然會產生一些忌諱，而這些忌諱很容易轉化

為對自身正統性的不安及對周圍的懷疑。於是宣帝登基后曾派心腹秘密探

訪昌邑王，在得到昌邑王並不是需要警戒的人物的報告后才安下心來。從

這一舉動我們多少可以了解他的內心。28這種情況下，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

人而不在於制度。於是皇帝提拔了一批篤實信奉《穀梁春秋》的學者，並

擺出支持「學問」的姿態。但其最終的目的則在於，將這些研究含有對自

身有利內容的《穀梁春秋》學者拉攏到自己身邊。或許是希望在這些人的

幫助下解開自己的心結。臺灣學者林啟屏考察了昌邑王被廢事件對宣帝造

成的心理負擔，並以此為根據對舉行石渠閣議的動機做出了解釋，筆者較

為讚同他的見解： 

是故配合上宣帝繼承帝位的曲折來看，昌邑王的廢立事件，雖已

事隔十餘年以上，但始終是宣帝心中的重擔，宣帝只有徹底地培

養一群順服己意的學者，來取得自己繼承帝位的經典詮釋之發言

權，才能真正解決自己在「宗法」繼承上的尷尬局面。這應當才

是石渠閣會議產生的真正原因。29 

                                                   
26 《漢書•蕭望之傳》，3284 頁。 
27 《漢書•武五子傳》記載了昌邑王劉賀成為喪主，由於在前往未央宮的路上所作出的幼稚

的行為而最終被廢的過程，2764-2765 頁。 
28 《漢書•武五子傳》中班固描述了宣帝派山陽太守張敞密探接到報告之後，寫到「上由此

知賀不足忌」，詳細內容見 2767-2768 頁。 
29 林啟屏：〈論漢代經學的「正典化」及其意義〉，《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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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渠閣議的影響 

石渠閣議的結果，表面看來只是將過去幾種未被設為學官的經傳增設

為博士，但石渠閣議所帶來的變化及對後世的影響可謂極大。其影響可總

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皇帝開始「稱制臨決」。位於政治權力最高峰的皇帝親自籌劃討

論會，參與討論會是理所當然的。經過周密籌劃的大討論會，經傳不僅得

到了學術上的驗證，也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力的尊重，自此開始的「稱制臨

決」可謂是完成經傳神聖化的必經程序。由於最高政治權力的支持而使經

傳神聖化，不僅意味著政治對學術的介入，也潛藏著學術界主動向政治招

手的可能性。由此，政治與學術健全的緊張關係，即政統與道統相互對立

牽制的關係被打破了。30這一點可以說是「稱制臨決」對後世留下較嚴重的

影響。「稱制臨決」創造了學術主動向政治權力靠攏，得到皇帝的承認設立

官學，由此學者們得以參與權力的構架。政治權力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這種

紐帶關係一直延續到清末。這可否說是傳統社會知識分子的悲劇的一面？

打著實現思想與學問一統的旗號，對此加以政治權力的介入與壓制，逐漸

成為一種世俗的慣例。而這種慣例可以說是始於「稱制臨決」。 

第二，與最初的實現學術思想統一的目標正相反，石渠閣議成了造成

經學派別分化的開端。31我們無法判斷，經學史上所說的師法與家法的分化

到底起於何時。錢穆則認為石渠閣議之後經說開始分家。 

使大臣平奏其異同，而漢帝稱制臨決，此即整齊歸於一是，永不

欲再有異說之意也。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者，凡此諸異說，雖與當時朝廷博士說經不同，而亦自可

存，故許其與博士說並存，亦立為博士。夫然後說經者，有漢帝

稱制特許之異說。如施博士說易以外有梁邱說，歐陽博士說書以

外有大小夏侯說。公羊家說春秋以外有穀梁說是也。當穀梁未興

以前，漢人言春秋即指公羊，因公羊以外春秋無別家。例此為推，

未有大小夏侯，歐陽尚書只稱尚書，無須別號歐陽。施易只稱易，

不必別目施易。然則漢博士經說分家，起於石渠議奏之後，其事

至顯矣。32 

                                                                                                                            
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2 年），231 頁。 

30 關於政統與道統的相互牽制與對立，見拙稿：〈清代初期考據學興起的政治背景〉，《中國

語文學論集》第 33 號（Seoul：中國語文學研究會，2005 年 8 月），476-481 頁。 
31 周予同指出「石渠會議漢武帝以後又歸於一是的主要的討論會」。筆者認為這是對這次討

論會最初意圖的評價，其結果則是使經學通過分化而多元化起來。 
32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年），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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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而言之，石渠閣議是經學史上所謂的由師法轉向家法的契機。武帝

至宣帝的 80 多年間，西漢的經學體系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武帝時期的

五經博士擴大為宣帝時期的「今文十四博士」。33石渠閣議所引起的經說的

多元化現象在經學發展史上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由嚴格

的師法分化為自由的家法，為經說更加周密化創造了空間。更進一步講，

唐宋時期經與經說能夠擴大為十三經與十四經等也都得益於石渠閣議。以

石渠閣議為開端的經學的擴展，也為不久之後西漢末不可避免今古文論

爭，埋伏了導火線。 

第三，如魯學齊學之間的對立所顯示的，由石渠閣議起，各學派勢力

為了各自的利益逐漸集結成集團，出於感情上的排他主義傾向日益顯露出

來。如果這種緊張關係是健全的，對於各學派間多種經說的競爭與發展是

極為有利的，這為後世學說間的交流與融合創造了條件，可以視為防止學

問陷入僵化的一個突破口。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學術兩大源頭的官學與

私學，不斷相互轉換，保持兩者間的緊張關係，相互牽制克服，這成為學

術向前發展的原動力，能夠充分顯露出代表一個區域的地域學的特色。但

要想實現這些，其前提條件為各集團間論爭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獲取更多

的個人利祿。 

四、結語 

本稿以西漢宣帝甘露年間舉行的石渠閣議為中心，考察了當時社會學

術狀況的變化，大討論會召開的目的動機過程結果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等。

內容可以做如下整理： 

第一，石渠閣議與鹽鐵會議同樣體現了西漢時期政治學問的氛圍，漢

武帝施行的「百家罷黜，獨尊儒術」政策為其出發點。 

第二，武帝以後博士與博士弟子員的數量大量增加，經說日益變得複

雜，政治及社會要求重新對經學「一統」。 

第三，武帝時期公羊學占絕對優勢，因正統性問題，宣帝則偏向於政

治上對自己有利的成分更多的穀梁說。 

                                                                                                                            
頁。此論文雖然發表於 1943 年，但於前此 14 年，1929 年發表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中

已披露出相同觀點。同上註，16-17 頁。 
33 據《漢書•儒林傳》，武帝在設立五經博士時，《書》只有歐陽，《禮》只有后倉，《易》只

有楊何，《春秋》只有公羊。到了宣帝，經說變得極為豐富。《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

三家，《書》有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三家，《禮》有大戴（戴德）與小戴（戴聖）二家。

《春秋》除了嚴彭祖、顏安樂二家，《穀梁》也被設立為博士。加上原來被設立為學官的

《詩》三家，共 14 家。「今文十四博士」不包括《穀梁春秋》，而加如了元帝時設立的京

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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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宣帝十幾年的大力獎勵下，於甘露 3 年石渠閣議得以舉行，

皇帝「稱制臨決」有意識地參與其中，穀梁學逐漸佔據優勢被設立為博士。 

第五，宣帝做出如此選擇表面看是出於對祖父戾太子的一片孝心，但

更重要的是為減輕對被廢掉皇位的昌邑王的負擔感，同時培養擁戴自己的

學者，解決帝位繼承的正統性問題。 

第六，「稱制臨決」是政治權力介入學問與思想的前例，推翻了政統與

道統間健全的緊張關係，成為剝奪學問純粹性的開端。 

第七，與所期待的經學一統相反，此次論爭成為由師法分化為家法的

決定性轉機，經說變得更加多元化。  

學問的生命力源於自身的不斷變化。學問、企業、政治均如此。石渠

閣議給予後人最大的啟示在於為經說的自由化多元化發展創造了契機。可

問題是，皇帝肯定的評價，或「許可」被採納為學官「正式的教科書」，

變成教條的經說，到了東漢時期這種問題並未得到改善，而導致了東漢

「白首而後能言」一門經的章句學的弊端。這再次表明，沒有新鮮的外部

學問的滲入和自身不斷的探索，任何學問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失去其發展

的動力。 

雖然可以斷言一部分學者對學問持有剛直客觀的態度，但如果一旦皇

帝表明了自身的立場，參加討論會的學者則一定會受到其影響。石渠閣議

向我們證明了無論目的多麼壯觀又漂亮的討論會都會因擁有特殊身份的皇

帝一人而受到學術以外因素的干擾。這裡不能不考慮到政治權力與學問或

良心的關係。我們也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皇帝政治權力的介入，只討

論如何來選拔博士的話，討論會會不會有更為圓滿的結果？在古代中國如

果沒有皇帝政治權力的介入，有可能得出最終的結論嗎？為了回答這些問

題，需要深刻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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